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25.2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作

家之一。她的人生堪比一部现代经典小说，篇篇精

彩，页页传奇。她的作品起于先锋，止于正大，用

情专，立意深，不仅作为整体蔚为大观，许多单篇

本身就是一个事件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文学史

乃至思想史价值。大概由于这个原因，丁玲研究

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思想思潮等方面，相对忽略

了文论。但丁玲文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别具特色，

值得重视。

丁玲文论主要存在于其创作谈、序跋，讲话、讲

课稿，以及访谈中。笔者以为，丁玲文论有四个关键

词：思想、生活、艺术、热情。

一、从“孙悟空”到“螺丝钉”

1950年，在寻找其时文学不振的原因时，丁玲谈

到“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认为“五四”时代的作家“是

以战斗的革命的姿态出现的，而且担任了前锋”，他

们“写小说，写诗，不是因为他们要当小说家或诗人，

也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艺术的玩意，也不以为艺术

有什么高妙，他们就是为的要反对一些东西，反对封

建，反对帝国主义去写的。他们除了要冲破腐朽的

文言文以外，在新的形式上也并不十分讲究，只为要

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就用了这些形式”。①这一概

括相当到位，点出了“五四”文学的思想底色。文学

整体如是，作家个体亦然——“五四”文学和革命文

学作家大都有较强的思想能力，丁玲就是其中的佼

佼者。总体看，丁玲思想历程中最核心的事件，应

是如何超克“五四”文学思想，接受以《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中心的革命文艺

思想。

对作家来说，文学思想升级犹如化茧成蝶，十分

艰难。丁玲就经历了这样的化蝶过程。丁玲是“五

四”文学之子，对“五四”文学情有独钟。她早期的

作品就是“战斗”之作、“思想”之作。她发表于

1928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可谓中国现代小说精

品，即使在今天看，仍先锋异常。随着形势发展，

丁玲与时偕行，加入左翼阵营，她发表于 1931年的

短篇小说《水》，一扫“革命加恋爱”的陈词旧套，开

启了新的写作方法、作风，被誉为“新的小说的诞

生”②。丁玲出手不凡，起点很高，她投身革命，执

笔为文，岂非如鱼得水？恰恰相反，她在《〈陕北风

光〉校后感》中回忆，自己在陕北“经历过很多的自我

战斗的痛苦”，自己不是“飞跃的革命家”，而是“用两

条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这一步一步的跋涉，“不是

容易的”。③

思想·生活·艺术·热情
——丁玲文论的四个关键词

鲁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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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此，个性使然。丁玲是个较真的人，不会

轻易认同什么，可一旦认同就会全身心投入。她参

加“五四”文学，带着时代的愤火和自身的积郁，加入

左翼阵营，更是经历了血火洗礼，都用情很深，不是

轻易能够舍弃的。投身革命文艺，尽管理智上认识

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但一不小心就为旧情积习所

影响，因而需要“脱胎换骨”④。

丁玲虽然自 1932年起就给自己下了命令，不

再当“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再也不作自由人了”，

“再也不是同路人的作家了”，而是“‘放弃幻想’”，

“让党的铁的纪律”的紧箍咒“约束自己”，“做共产

主义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⑤，到延安后更是严格

要求自己，但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身，再

加上知识和文学教养里包含的“复杂的思想和情

趣”的限定，使她“不能有孙悟空陡的一变的本

领”⑥，因此，写于延安的《在医院中》等，仍有着比

较浓的“五四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

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⑦，有一种翻然

而悟、憬然而惭、回头是岸的感觉。这一次，她说到

做到，踏踏实实地走进工农兵的世界，在那里砥砺自

己，教育自己，也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韩荆州”，写

出了《田保霖》等作品。思想、立场变了，自然而然

地，情感、作风也变了。

经历了这样的磨炼，她真正从大闹天宫的“孙悟

空”变成了共产主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无论顺

境逆境，无论挫折多大，委屈多深，她再也没有幻灭，

没有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没有改变自己的人

民文艺理想。“文革”结束后“归来”的她，面对美籍华

裔女作家於梨华对她在北大荒养鸡的错愕、感伤，坦

然说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访

美期间，一些人以为她会大谈特谈“伤痕”，结果她却

畅谈共产主义的好和中国的希望，让这些人大失所

望，讥讽她是“从莎菲到杜晚香”。面对一些作家在

新思潮冲击下心态虚无的现状，她以自己“文革”时

狱中苦读的经历和心得，劝勉他们读“马恩全集”，说

这是最好的书，读了就不会迷失自我。⑧联系到当时

思想界以康德代马克思、以青年马克思代晚年马克

思、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代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的风

潮，她的坚持不仅勇敢，而且悲壮，在时人眼中，这无

异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但现在看，她的作

为却绝类玄奘讲经——宣讲以生命为代价求来的共

产主义经典。

这是立场与态度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文艺

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政治标准第一还是艺术标准

第一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丁玲自然清楚正确的

政治意识对于革命文艺的重要性，到延安后为新政

治催生的新生活和新人格所激动，她为之尽情抒写

歌呼，但客观看，这时，在她内心，二者间的关系并

不稳定，或者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并驾齐驱，或者

某个时候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另一个时

候则相反。

这种不稳定性在《讲话》后得到克服。《关于立场

问题我见》，可视为她初步的学习心得，她不仅“明确

而肯定地承认”文艺的党性原则，而且认识到“有了

大的整个的朦胧的世界观的前提”只是开始，关键

是“如何养成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随时随地都不脱离

这轴心”，否则，“我们即使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也很

容易在取材上，在人物表现上动辄得咎”。⑨经过长

期艰苦的“修炼”，丁玲终于把自己从“孙悟空”磨炼

成了“螺丝钉”，文艺与政治之关系也渐趋稳定。这

在她的文章中有明显的表现，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文章中。政治标准成为她品评作家作品的首

要标准，她“不同意艺术性和政治性分开来谈”，因

为“脱离了思想和政治作用的所谓艺术不过是一种

技术”。⑩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去政治化”流行。在“纯

文学”语境中，丁玲的认识有所调整，甚至有所后撤，

但却从未放弃政治标准。比如，1981年 8月上旬在

延边文联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她反对“根本把

政治抛开”的论调，强调说：“一个作品艺术性很高，

完全与政治无关，与人民生活无关，能吸引人看，虽

也无害，但对人类也没有益处，用艺术性掩盖了政治

上的贫乏，这种作品比那种艺术性低，政治性也低的

作品，作用可能更加不好。”看得出来，她多么重视

政治标准。到1982年，她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认

为“毛主席当时提出衡量作品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

术第二。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这个提法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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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确切。因为称得上好作品的就得是艺术品，而

好的艺术品(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品)就必然得是有

思想性的东西。不能截然把两个标准分开”。同年

6月，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她再谈这个

问题，认为以前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理解太僵化：

“就文学讲当然是艺术第一啦！怎么能说政治第一

呢？政治第一，是社论；文学创作是艺术第一。事实

上假如一个作品没艺术性，光政治性，第一是做到

了，第二就没有了，那还算什么文学作品呢？”但她紧

跟着又追问道：“哪个作品不是有高度的政治性它才

更富有艺术生命？”从这种迂回，既可看出理论的纠

结，更可看出坚守的不易。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丁玲文论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生活——深入生

活。与多数理论家只是从思想的“顶层”泛谈，多数

作家只是从创作的“细部”琐谈不同，丁玲既是知名

作家，又有极强的理论意识，《讲话》后更是理论学习

与深入生活兼修，在创作与认识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可以说，这是丁玲文论中最系统也最富有启发

性的部分，具有很高的理论完成度。

丁玲的深入生活论是一个多维的理论整体，但

其首要问题是生活的深度问题。丁玲自“左联”时期

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集中讨论，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担任文艺战线领导职务时，她多次就此发声。

1949年 7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她作了《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

生活，提高创作质量。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

她作了《到群众中去落户》的讲话，对深入的要求从

“来”“去”提高到“落户”，而且对“体验生活”“下去生

活”“我们有生活”等流行观念作了批评，提出真要创

作，“就必须要长期在一定的地方生活，要落户，把户

口落在群众当中”。

在丁玲这里，深入生活不只是一种导向，而且有

具体操作方法。深入生活，首先要解决好“做客人还

是和群众一同做主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做客人”

的态度要不得，而“和群众一同做主人”就必须“觉得

群众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

之所为，这样，“群众就自然来找你，请教你，把情形

不厌其详地告诉你，那么你要得到的东西就都在这

里了”。其次是“当先生还是当学生”的问题。“和群

众一起做主人”并不是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指挥群

众，而是要“抱着当学生的态度，先向群众学习，真的

学习好了，了解他们，帮他们出主意，使你的主意为

他们所愿意接受”，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既当

“学生”又当“先生”。最后是“为写作还是为把工作

做好”的问题。作家深入生活当然是为了写作，但

“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因为这样才能真正

深入下去，“了解的人物才会更有血肉、有感情”。

这三组关系处理好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喜恶爱

憎，自自然然就起了变化”。这是个循环提高的过

程，当深入生活告一段落，“他又是一个文学工作者

的时候，他就必须来反刍一下，消化一下这生活。在

消化这一段生活时，他就感到涌起了更新鲜的感觉，

更深刻的认识，他就感到的确体验出一点什么东西

来了”。

深入生活不仅有操作方法，而且有检验标准，那

就是是否真正在群众中落了户。丁玲提出这个检验

标准，是因为当时一些作家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世

界虽然广阔，可是我们活动的范围却非常狭窄；生活

虽然是莲蓬勃勃，丰富而绚烂，可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却非常贫乏。”这样，“谈典型的时候，脑子里是连一

个人物也没有的，至少人物不多，影子很模糊”，谈主

要矛盾，谈事物本质的时候，“连很少的群众斗争生

活都不知道”。这样，像瞎子摸象，容易曲解生活。

丁玲借用托尔斯泰、契诃夫、曹雪芹等人的例子来论

证自己的观点，他们写得好，“固然由于他们有伟大

的天才”，还由于他们有一个方便，“他们所写的人，

都是有模特儿的，他们的模特儿不是堂兄，就是堂

弟，不是表姐，就是姨妹，自幼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他把这些人都摸透了，自然写来顺手，写得那样亲

切”。当时的作家固然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可大都

是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这样的老亲戚老朋友，跟当

时写工农兵的时代任务有距离，因此，需要到群众

中去落户，找新亲戚新朋友。这个问题，不仅在当

时有必要，而且有一定的普适性：一位作家如果不

能交往到新的亲戚朋友，而只是表现身边的老亲戚

老朋友，他的创作很可能会遭遇困境。丁玲所举的

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人，大都出身于大家庭，亲戚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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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本来就多，而且他们并未画地为牢，而是以各自不

同的方式深入了生活，特别是民间生活，交到许多新

亲戚朋友。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新时期之后，“纯

文学”流行，深入生活为人所抵制、诟病，丁玲仍屡屡

谈论。1981年 4月 7日，她与厦门大学师生交流时认

为“到群众中去落户”还不够，还应该“使自己和劳

动人民融为一体”，使自己和劳动人民“心有灵犀一

点通”。1982年，她在《红旗》杂志第 9期发表《到

群众中去！》的文章，强调“要把许多问题都拿到群

众中去”认识、分析、解决。1984年 3月在文讲所

的一次讲话中，她提出要“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

去”。看得出来，认识更深，感情也更浓了，不但要

“落户”，还要“迷”。

丁玲的深入生活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生活的广度

问题。一般人谈深入生活，往往顾名思义，只想到纵

向的深度，却忽略了横向的深度，即生活的广度。对

此，丁玲却有周到的思考。丁玲思考这个问题，首先

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八股化、公式化问题。原则上讲，

当然没有八股化、公式化的生活，但有些基层干部却

会从“上边”或“外边”——包括深入生活的作家——

学来一些关于生产、生活的条条框框，把生活八股

化、公式化了。假如作家只在这样的地方深入生活，

理论水平又有限，那么即使再深入，看到的生活不但

狭窄，而且可能虚假。如果他再把这种生活加以表

现，反作用于生活，就会恶性循环。因此，丁玲建议，

“要钻到我们所写的生活里去，钻得深些，沉得长久

些，同时要跟着那个圈子逐步扩大”，既要有圈子，

“又要不把圈子弄得很小。生活越多，了解人越深，

看东西越敏锐，这里面极有乐趣”。

丁玲思考深入生活的广度问题，更是基于文学

本体论的考虑，即作家深入生活是为了交往新的亲

戚朋友，但不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找，而是要在既深

且广的生活中找。归根结底，“一个作家不可能只写

一种人，一篇作品里，也不只一种人”。更进一步

看，丁玲讨论的其实是典型人物塑造的问题。在丁

玲看来，“创作，根本的问题是要写出人来，要写行动

里面的人，要从很多行动里去塑造人物。要这样，我

们就必得有一批我们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人物”。

简言之，典型来自作家、艺术家的头脑，而作家、艺术

家头脑中的模特必须是他们熟悉的人物。对作家来

说，这样的人物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丁玲特

别反感作家像小生意人一样有两个钱做四个钱的买

卖，强调要“储蓄”生活、“储蓄”人物。她多次以文

学作品中的吝啬鬼为例谈这个问题，比如她曾以巴

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自况，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常常要打开自己脑子中的那口秘密的箱子，同我

的人物—不是金钱，只是人物——对坐半天。我常

常要加一些新的东西进去，要变更一些人，充实一

些人”。这个说法很有意味，值得三思：作家是另

类的吝啬鬼，只不过他们珍惜的不是钱财，而是生

活、人物。

丁玲的深入生活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深入生活与

研究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使生活与思想有机融

合，激发出强劲的美学，是革命文艺、人民文艺的核

心问题。对此，丁玲左右开弓，既反对有思想无生

活，也反对有生活无思想，她认为优秀的作家必须思

想与生活两手抓两手硬。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中，在反复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时，她也不忘

提醒，“作家应该较一般工作者政治水平高，对当时

当地的工作有进一步的比较深刻的看法”，要能够

“指出那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在《到群众中去落

户》中，针对当时将深入生活与研究生活割裂的倾

向，她作了更细致的阐发，认为研究生活的能力“只

有在生活中才能提高”，“分析生活，批判生活实际与

生活是同时进行的”。有人在将深入生活与研究生

活割裂时，以丁玲的《粮秣主任》为例，说她到官厅水

库建设现场深入生活没几天就写出了这部作品，有

的人深入生活好几年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可见深

入生活不如研究生活重要。对此，丁玲坦言：“我并

不是不要生活就可以写文章”，“那是因为官厅水库

有我的熟人，有老朋友，有点桑干河的生活，有粮秣

主任那样一个人物”。把自己“移花接木”的秘密和

盘托出后，她再次强调说：“理解生活当然很重要；但

没有生活，没有深入的生活，怎么理解呢？”在《到群

众中去！》中，她强调二者的促进关系，指出，“一个有

经验的人同没有经验的人同时学习理论，收获是有

很大悬殊的。前者可以一点就懂，后者总是格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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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反之，有正确理论的人，和没有理论的人同时到

生活中去，收获也是大不一样。前者可以在生活中

发现无数宝藏，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可以采撷其中

的这点、那点写出好作品。后者则淹没在生活的海

洋里，却一无所见，无所感兴，谈不上创作”。丁玲

把论题推进到思想、生活、技巧合一的层面，认为这

三方面的修养“必须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同时进

行，逐渐提高，逐渐深化，逐渐纯净，汇于一体，才能

达到真正的思想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自由，写出来

的作品才能达到深湛有致”。

丁玲的深入生活论的第四个问题是批评“我有

生活”论。所谓“我有生活”论，是新中国成立后丁玲

发现的在基层青年工作者中存在的一种比较普遍的

现象，他们常说：“我有生活，就是不会写。”对此，丁

玲指出，一是他们的生活比较狭窄，甚至是公式化、

概念化的生活；二是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不能

很好地研究生活、分析生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一

是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扩大生活面，二是提高

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既有生活，又

会写生活。

新时期之后，文艺思潮转型，深入生活被视为过

时的思想和做法。这时，“我有生活”论产生了一些

变体。比如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种论点进一步发

展，就变成了写自我，写内心。这种观点当然不再认

为自己有生活，只是写不好，而是反其道而行，认为

自己熟悉的生活乃至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值得写的，

这其实是把“写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与深入生活对

立起来。对此，丁玲不以为然。1980年，在文学讲习

所对青年作家讲话时，她直言：“正因为作家只能写

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作家便应该继续深入生活，始终

深入生活，努力熟悉日新月异的人民群众的新的生

活。如果把写自己熟悉的和深入生活对立起来，因

而远离人民的生活，结果只能使作家的耳目失聪，堵

塞创作的源泉，使作品枯竭苍白。”可见，丁玲反对

将“写自己所熟悉的”“写自我”与“写广大劳动人民

的生活”对立的观点，认为这三者不但不矛盾，反而

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毕竟，对自我、自己熟悉

的生活的认识，只有在广阔的现实中才能深化。因

此，无论写自我，写他人，还是写大众，深入生活都是

必修课。只有深入生活，“作家生活的底子才可能更

加厚实，他的创作也才可能有思想艺术上的深度和

广度，才能有新的突破，写起来也才能得心应手，右

左逢源”。

紧接着，丁玲提出了一个更具本体论色彩的问

题——生活的意义问题。她说：“社会生活是多方面

的，有沸腾的、绚丽多彩的、有意义的生活，也有凝滞

的、平淡无奇的、无甚意义的生活，只有深入到人民

大众沸腾的、发展变化的生活中去，使自己的思想感

情与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起来，这样，作家从事

创作，他的感受、他的想象才不是空泛的、虚无的，才

有现实意义，才能感人至深。”丁玲的话看似家常，

实则精警：固然到处都有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活

都有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生活意义是不一

样的。而且，同样的生活，在某个时刻是有意义的，

在另一个时刻，意义或许会打折扣。比如，新时期

“写自我”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之前的文学艺术太

过于关注宏大话题，忽略了“自我”的存在与价值，这

种忽略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新的宏大话题，引发

“轰动效应”。而当“自我”成为流行话题，甚至不断

走向极端时，其意义就会打折扣，乃至消失。

丁玲的话很有启发。作家是意义生产者，捕捉

有意义的生活是基本功。这种有意义的生活既在自

身，也在周边，更在广阔的生活中。

三、“我们宁愿只要一本好的书”

如果说阅读丁玲文论中关于思想与立场的文字

令人感动，阅读她深入生活的论述发人深思的话，那

么，阅读她谈艺术的文字则如漫步春日田园，赏心悦

目。之所以如此，一则因为丁玲是著名作家，对艺术

独具慧眼，往往别出机杼，妙语如珠。二则因为丁玲

明白艺术就是艺术，离开了技巧，即使再有生活，再

有思想，也不一定能成功，因此极端重视艺术技巧，

就像她引用爱伦堡的话所强调的，“我们宁愿只要一

本好的书，不要一百本不好的书”。这使她有许多

精深的见解。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丁玲很注意小说语言。她

是“五四”文学之子，她早期的小说受欧化语言影响

很深，也极富个性，但随着写作环境的变化与写作理

念的深化，她在接受欧化语言的优点时，也越来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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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其弊端，“说一句话总不直截了当，总要转弯抹

角，好像故意不要人懂一样，或者就形容词一大堆，

以越多越漂亮，深奥的确显得深奥，好像很有文学气

氛，就是不叫人懂得，不叫人读下去”。因此，她建

议到群众中去落户时，要学习他们的语言。但学习

群众语言，她也反对生搬硬套，反对“去掉一些装腔

作势的欧化文字，而又换上一些开杂货铺似的歇后

语、口头语，一些不必要的冷僻的方言”，反对“把

群众的语言都拿来不加选择地用到我们作品的行

文里”。说到底，她是要重新发明语言，既要用群

众语言丰富文学创作，又要用文学创作丰富群众语

言，实现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双赢，因为，“作家笔

底下的话，应该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不是人人笔下所

有的”。

小说是写人的艺术。丁玲十分关注小说人物

塑造问题，认为“文学创作，主要是要写人。思想是

依靠写出活生生的人来表达的。人物写不活，读者

也不会感动”，认为不写出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点

故事，意义不大。为此，丁玲强调作家深入生活要不

断突破自己，扩大生活圈子。上文已简要提到，丁玲

谈的是典型人物的塑造问题。在丁玲看来，“所谓典

型，决不是东取一个人，西取一个人，把张三、李四、

王五‘加’起来，或者‘乘’起来。也不是我们先从理

论上来一个典型，再用生活中的这个那个去拼凑”，

而是要从自己“储蓄”的人物“得到启发，得到理论的

认识，又联系到很多具体事件、具体人物”来补充、

创造，“因为我们看到的、认识的，原来都还不是全面

的人，不是典型的人，把他拿到车床上，对他加工、熔

铸，费了一番功夫，这些人就有所改变了，张三就成

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人，比较有味道的人。如果张三

和李四差不多，那就把他们融在一起，变成了王五，

这个王五就包括了张三、李四，王五就更全面些，就

更丰富些，就成了一种典型”。这种源于创作经验

的理论，很值得学习。

对作品的深层意识和导向，丁玲十分敏感，往往

能去蔽见真。比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
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发一片叫好声，丁玲却敏

锐地发现了其中的趣味问题——小市民低级趣味问

题，“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

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嬉

皮笑脸中取消了”，因而予以公开批评。尽管由于

当时的环境问题，这种批评给萧也牧带来巨大压力

和一定伤害，但客观看，丁玲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

有见地的，即使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借鉴意

义。再如，新时期后，“伤痕”文学流行，对推动思想

解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丁玲却很早就发现了其中

的消极因素，一方面肯定它，因为现实中有伤痕，“不

写伤痕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又强调“作家是有自觉

的人，不能光是叹气、受苦，还要引导”，要写得“乐

观”“有力量”。这种意见，显然高人一筹。

在艺术性方面，丁玲思考最周密也最有启发的，

是民族形式问题。丁玲思考民族形式问题，至少有

两个动因。一是写作自觉。丁玲在写作中意识到欧

化形式的不足，这促使她思考民族形式。她年轻时

就曾想用《红楼梦》的手法写作《母亲》，但由于被国

民党羁押，未能如愿；到延安后，她又想用《三国演

义》的手法写反映边区革命的长篇小说，但由于储备

不足，也未能如愿。二是理论追求。新中国成立后，

民族化、大众化是人民文艺的目标，丁玲必须研究。

新时期后，一味追求洋化，排斥民族形式，这反向逼

迫丁玲思考、研究这一问题。

虽然兹事体大，但丁玲谈论时，却举重若轻，深

入浅出。她先是从自己身边的人事写起，写自己碰

到一个在延安长大的小孩不愿意看现代的戏，却愿

意看《红楼梦》，因为《红楼梦》里的人物他“看得见，

戏里的人物是模糊的”，写自己的小外孙特别喜欢

看《三国演义》，却不喜欢看现代军事题材作品。这

些身边“小事”让她思考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人们不

喜欢现在的作品，却喜欢优秀的传统作品？这使丁

玲意识到，“我们现在作品的形式太欧化了”，忽视了

继承“中国形式、中国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为

此，她主动总结中国优秀传统文艺的特点，认为其最

大的优点就是“迷人”：“它不要你了解故事的前前后

后、琐琐碎碎，它用感情引动你的感情”，让人一再

回味。

上面讨论的是“写得怎么样”的问题。由此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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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丁玲又深究“写什么”的问题。她认为既然“文学

是人学”，文学就要写人，但不是靠作者絮絮叨叨地

说出来，而是“用具体的事”来写。她以《三国演义》

为例，指出赤壁之战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战争题材，通

过这个题材把《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都写出来

了，可以说“没有赤壁大战就没有《三国演义》”。丁

玲讲的，其实就是抓题材、抓主题的问题。

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后，丁玲接着讨论“怎么

写”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擅长通过事来写人，

“中国的传统形式里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它每讲一

件事、一个故事，它里面有很多小的故事，或者叫小

事，拿那个小事把你要写的大事衬托出来了。入情

入理，非常充分”。但写事写人“一定要讲情、讲理，

也就是喻情于理”，而且一定“从社会来想问题，从人

来想问题，从人与人的关系来想问题”。丁玲讨论

问题时，不但析理，而且说事——分析作品，很有说

服力。

四、“我们的感情太渺小”

思想、生活、艺术是丁玲文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但这三个概念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共同扎根于同一

地基——热情——之上。正是这一共同的地基，使

这三个概念不仅在不同的维度上持续深化、发展，而

且交融共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见，热情才是丁

玲文论的根本。

正如瞿秋白对丁玲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

不止”——所显示的，热情是丁玲最鲜明的精神特

质。正是这种精神的激发，使她年青时就对腐朽没

落的封建之“家”心生愤火，出门远行。正是这种精

神的爆发，使她在夜气如磐的旧中国感受到无法忍

受的苦闷，成为“叛逆的绝叫者”。正是这种精神的

支持，使她忍辱含羞，寄身魍魉世界。正是这种精神

的感召，使她摆脱羁网，奔赴高原。正是这种精神的

振作，使“昨天文小姐”化身“今日武将军”，纵横驰

骋，纵情高呼。正是这种精神的烛照，使她沉潜人

间，成为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家。正是这种精神的

砥砺，使她成为风雪人间的苦思苦行者，成为人民文

艺九死不悔的倡扬、躬行者。就在这颠沛波折、苦难

辉煌的追求中，她由追光的飞蛾变成了发光的凤凰，

照亮自己，照亮文学，照亮世界。

这种精神特质不仅贯注于丁玲的生命中，而且

贯注于其文学中。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丁玲的

文学是“有情”的文学，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因真情

而显豁、动人、敞亮，绝少造作，绝无虚假，绝不虚无。

而且，随着阅历增加，认识深化，生活丰富，她的情感

不仅投射于作品主要人物之身，而且流注于小说次

要人物身上，流布于字里行间，产生溢出之美。比

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的是土改的故事，小说主

要人物是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等

土改积极分子，以及地主钱文贵、富裕中农顾涌等土

改对象。小说中，这些人物固然可圈可点，但一些次

要人物乃至边缘人物也立体可感，有的甚至比“主

角”还动人，比如黑妮、侯忠全，特别是那个泪水横流

的无名老太婆——开群众大会批斗钱文贵前，张裕

民带着积极分子到侧屋商量，发现“房子里还剩下一

个老太婆，她的牙缺了，耳聋了，脚不方便，却把一个

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外面的群众憨憨的笑，眼泪镶

在眼角上”，她看见张裕民等人进来，“呆了一会儿，

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从炕那头爬了过来。头老是

不断地摇着，她举着手，嘴张开，却什么也没有说出

来。只是笑，笑着笑着，眼泪忽然像泉涌一样的流出

来”。阅读这部小说时，最打动笔者的就是这个情

节。这个仅出现了一次的人物什么也没有说，可又

什么都说了。她那无声的泪水是最生动的语言，把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化寒冰为暖

流的历史讲得动人心弦——中国共产党是冉冉升起

的太阳，而老太婆和侯忠全等人眼中奔流的泪水，就

是被太阳融化的农民心底的千年寒冰。

丁玲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热情，是因为她拥有

丰富、饱满、伟大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她能够看到更

多的人，关心更多的人，爱更多的人。而这，也是丁

玲文论的枢纽所在。丁玲强调作家要扩大、提升自

己的情感。1949年，丁玲在青年团举办的青年讲座

上谈读文学书问题，谈到冰心的作品，在肯定其意义

和贡献后，也指出其作品中存在一种倾向，“把感情

束缚在很渺小、很琐碎、与世界上人类关系很少的事

情上，把人的感情缩小了，只能成为一个小姑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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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勇气飞出去，它使我们关在小圈子里”。笔者以

为，丁玲的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不是冰心一

个人的倾向，而是“五四”时期一些作家共有的。究

其极，丁玲谈的既是情感对象问题，也是情感扩容问

题，更是情感质量问题。对作家来说，这是无法回避

的根本性问题——对什么人有情感，情感是否真挚，

情感浓度如何，是决定作品质量的关键。对于人民

文艺而言，关键就在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为此，丁

玲才反复强调作家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1953年，

她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指出，虽然《讲话》后，作家改造

了思想，转变了立场，“和人民的感情一致了”，可是

仍然写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感情太渺小，只是

萤火虫的光，光小就燃烧不起来”，进而指出“只关

心自己，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这是不行的”，最

后强调“到群众中去，改造、丰富、培养、扩大对他们

的感情”。这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文字。在“萤

火虫的光”常见而精神灯火不彰的当下，简直可作

座右铭。

除强调情感容量、质量、浓度外，丁玲还强调情

感导向问题。1952年 8月 19日，在天津学生暑期文

艺讲座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如何才能发现新事物时，

丁玲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观点：“应当把我们的感

情放在新生的方面，不要放在死亡的方面。我们的

感情同新生的东西的感情要是一致的，一道的；而不

同情、不可怜将死亡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说不可以

写旧世界、旧生活、旧人物，问题的关键在于感情在

哪边，在于情感导向。那些反映旧世界、旧生活、旧

人物的作品之所以传世，主要就是因为它们不仅表

达了对“旧”的憎，也表达了对“新”的爱，更发现、礼

赞了从“旧”世界的废墟中萌生的“新”人“新”事。说

到底，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新旧更替、辩证发展的过

程，文学艺术的一个核心作用就是发现、传达新价

值、新道德、新人物、新生活。丁玲还以自己作品中

的人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她坦言，自己作品中的

人物“是渐渐在改变的。像莎菲这样的人物，看得出

慢慢在被淘汰。因为社会在改变，我的思想有改变。

我渐渐看到比较更可爱的人了，因此我笔下的人物

也就慢慢改变了性格”。即使这些人物不能一下子

被淘汰，但在他们身上旧因素不断减少，新因素逐渐

增多。这告诉我们，作家和其作品中的人物是在跟

世界的博弈中成长的。

在丁玲那里，这个“新生的方面”不是抽象的，而

是有具体所指，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新中国，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群众。她多次谈到这个问

题。新时期之后，解构之风盛行，社会主义遭遇挑

战，她谈得更频繁，更动情，更坚定，更直白。她直

言，“文学家、作家都有爱、有恨。他们爱什么，恨

什么是明朗的”。紧接着，她深情表白：“我们要爱

我们的社会主义，爱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

学事业，不让一些脏东西来污染我们；我们要把爱

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一种本性。我们要围绕着我

们的国家、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去

爱、去拥抱，或者去恨、去攻击扫荡，要有这样一股热

情。”

这就是丁玲的文学之根。就因为这个“根”，丁

玲才飞蛾扑火般地追求共产主义，九死不悔；才深入

生活，脱胎换骨，以群众为亲友；才极端重视艺术技

巧，宁愿只要一本好的书，不要一百本不好的书。

本文是笔者编选的《跨到新的时代来——丁玲

文论精选》一书的导读，该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丁玲：《五四杂谈》，《丁玲全集》第 7卷，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1年版，第157页。

②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

《冯雪峰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③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全集》第 9卷，河北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④1985年，在与华中师范学院师生交流时，丁玲提及瞿秋

白在 1930年代说过的话：知识分子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要脱胎

换骨，直言自己那时候还不懂，直到有了后来的复杂经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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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走下去。”丁玲：《读生活这本大书——在华中师范学院

的讲话》，《丁玲全集》第 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64页。

⑤丁玲：《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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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全集》第8卷，第473页。

⑥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全集》第7卷，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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